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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研究·

“一带一路”与古代中国的内外秩序
李 磊

(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 200241)

摘 要:古代中国不同时代对“一带”与“一路”各有侧重。汉唐以国家为主经略西北中亚，宋明以社会为
主开发东南海上。汉唐志在建构囊括塞内农耕区与塞北游牧区的大一统，中亚作为游牧地区的局部，被纳入
汉唐大一统的步骤中。明初制定由朝廷垄断海外贸易的国策，借助海外各国对明朝的经济依赖建构天下秩
序，郑和下西洋即是对此政策的施行。16世纪，明世宗固守海禁政策、放弃对海洋秩序的治理权，致使西方殖
民者鸠占鹊巢式地将朝贡贸易网络纳为己用，为其全球殖民体系服务。海上治理权的丧失，为近现代中国的
命运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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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既是中国对外的战略构想，同时
也是中国社会经济进程的内在趋向。如果从近两
千多年的历史来看，“一带一路”与古代中国内外
秩序关联极大，称之为中国的生命线也不为过，近
代中国的衰落正是从丧失“一带一路”的主导权
开始的。今日重倡“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不仅
是对中国历史道路的回复，同时也是对此前时代
的超越。中国历代侧重不同，汉唐元清重西北、宋
明重东南，将西北与东南两线并举，在中国历史上
尚属首次。关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研究成
果已经十分丰厚，本文拟从“一带一路”与古代中
国的内外秩序的关系角度立论，即从国家建构的
视角来探察“一带一路”之于古代中国的内在性，
并以此延伸“一带一路”战略的历史空间。

一、中亚地区与汉唐大一统之建构

“丝绸之路”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得名于 1877
年德国学者李希霍芬( Friedrich Von Richthoen) 的
《源于公元前 2 世纪的中亚丝绸之路》一文［1］。

此后，大量的研究都聚焦于“丝绸之路”的经济贸
易与文化交流，学界进而形成一种特定范式，将
“丝绸之路”看作是唐宋海上活动兴起之前“封
闭”的中国通往世界的唯一通道。这些看法固有
其可取之处，但是将“丝绸之路”仅仅看作是一条
中国通往西方的通道，则遮蔽了该路沿线地区之
于中国国家建构的意义。即使将“丝绸之路”看
作是民族、经济与文化的交流通道，也绝不始自公
元前 2世纪，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这条道路就已
经存在［2］。除了《吕氏春秋》《淮南子》《逸周书》

等典籍中零星提到西域的物产之外，阿尔泰山地
区断代为公元前 5世纪的巴泽雷克古墓群中出土
的中国丝织品，也为此路的存在时间提供了物
证［3］。汉兴之前，大月氏从河西地区迁往中亚，

正是“丝绸之路”业已存在的依据。汉武帝在募
人通使西域之前，就清楚地知道这条路的存在，其
所担忧的只是“道必更匈奴中”，无法为汉朝所用
而已( 《汉书·张骞传》)。“丝绸之路”的得名与开
辟时间，学界已经有了非常多的研究，现在的问题
理应转向汉王朝构建大一统时，“丝绸之路”沿线
地区之于中国的国家建构之意义所在。
“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在中国正史中被称为

“西域”。尽管不同史书记述的范围不同，但大略
包括今日中亚全部、西亚和南亚大部、北非与欧洲
一部［4］1。对于中原王朝而言，“西域”并非均质
的概念。里海以东被汉、唐等王朝视作追求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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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甚至是直接控制的地理空间;里海以西直至
欧洲，则主要是追求“徕远人”“致殊俗”的象征意
义，其着眼点在于中国社会内部的皇权声威的宣
示，如汉魏正史《西域传》之重视大秦、安息，两唐
书《西域传》重视大食、波斯。汉唐王朝的这一地
缘政治构想与当时族群的地理活动空间具有内在
的一致性。

从欧亚大陆东端的兴安岭开始，沿着阴山、祁
连山、昆仑山、兴都库什山、高加索山、喀尔巴阡山
一线以北，包括中国东北北部、蒙古、新疆、中亚、
南俄罗斯、乌克兰直到多瑙河流域，这片广大的区
域是世界历史上最主要的游牧地区。这片区域又
以里海、乌拉尔河盆地为界，分为东、西两个部分。
以前的西方历史学家认为游牧文明及其所有者斯
基泰人最早发源于伏尔加河流域，但是经过数十
年的考古发掘，国际学界通常都承认游牧文明的
中心是在阿尔泰、唐努乌梁海、蒙古西部及西伯利
亚南部地区［5］。世界游牧文明的起源是由欧亚
大草原东部地区主导的，游牧族群在阿尔泰、唐努
乌梁海、哈萨克草原一带形成后，向西迁徙成为通
例［6］。公元前 3世纪以后，出现在中国史籍上的
北方游牧族群在地理空间上的迁徙也主要是从东
向西，里海以东的中亚地区往往是迁徙的第一站。
大月氏、匈奴、嚈哒、柔然、突厥、回鹘、契丹莫不如
此。因此，中亚是与中国古代历史相关的广义游
牧地带的一部分，它与蒙古高原同属一个历史空
间，在族群政治上具有密切的联动性。如果从中
国古代国家建构的视角来看，完成囊括农耕区与
游牧区“内而不外”之大一统，必须有着明晰的中
亚战略。换句话说，古代中国要建构可控制的地
缘空间，中亚是其西北战略支柱。

中亚被纳入中国的历史空间，是从公元前 3
世纪与公元前 2世纪之交大月氏西迁开始的。匈
奴对大月氏的战争，推动了族群迁徙、改变了中亚
草原的面貌。战败了的大月氏人从中国的敦煌、
祁连间迁往中亚。一般认为，大月氏人是操印欧
语族群最东一支的吐火罗人。最初，大月氏迁往
伊犁河上游地区，赶走了原本居住在此的塞种人
( 斯基泰人) ，战败了的塞种人向南迁徙，受族群
南迁的冲击，正处于国力下降轨道中的孔雀王朝
更加衰落。

大月氏迁居伊犁河流域不久，匈奴支持乌孙
击败了大月氏。于是，大月氏继续向西越过锡尔
河，进入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河中地区。然后，
大月氏向南征服了大夏，即阿姆河到兴都库什山
之间的地区，这一地区古希腊人称为巴克特里亚。

至汉武帝派张骞出使大月氏时，大月氏有户 10
万、人口 40万、胜兵 10 万。大月氏分为 5 部，每
部皆有翕侯( 《汉书·西域传》)。大月氏曾居住于
中国河西地区的历史以及与匈奴之间的几次生死
战，成为汉武帝开启中亚战略的历史认识基础。
《汉书·张骞传》记载了这一缘起:

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
饮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
事灭胡，闻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
能使者。
由此可见，中亚地区由于大月氏的迁居及其

与匈奴的历史恩怨，在汉武帝建构大一统时被纳
入中国自身的历史进程中。虽然大月氏在协同汉
朝发动对匈奴的军事行动中持消极态度，但是汉
朝却依据张骞通西域获得的情报而制定了清晰的
中亚战略:

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
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俗，而兵弱，贵汉财
物; 其北则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
设利朝也。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
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 《史记·大宛
列传》)

所谓“以赂遗设利朝”，颜师古的解释是:“施之以
利，诱令入朝。”这是“丝绸之路”成为经济通道背
后的政治考量，其最终目的是“以义属之，则广地
万里”，即建立起对大宛、大夏、安息、大月氏、康
居的统治权，将万里之地纳入汉朝的大一统之中。
在上述各国中，汉武帝选择以大宛为推行其西域
政策的核心区，这不仅是因为张骞在第一次出使
西域时以大宛为中转站、其向汉武帝汇报西域诸
国情况皆以大宛为坐标，更是因为大宛对中亚诸
国的人心向背有着指标性意义。《史记·大宛列
传》云:

宛以西，皆自以远，尚骄恣晏然，未可诎
以礼羁縻而使也。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
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
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 及至汉使，非出币帛
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所以然者，远汉，
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于
汉使焉。

从上引可知，“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仍然是汉朝与
匈奴角逐的区域，而大宛以西诸国未可“诎以礼
羁縻而使”，即不愿主动加入汉朝的天下秩序。
之所以大宛具有风向标意义，是因为在经过大月
氏侵略之后形成的中亚诸塞种国中，大宛距离汉
朝最近。大宛与大夏皆为塞种四部之一的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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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i部，康居在锡尔河北岸，为塞种 Sacarauli 部，
奄蔡分布于里海至于咸海之间，是塞种 Asii
部［4］140－141。大宛对汉朝的态度将会影响中亚诸
国。不仅如此，大宛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的战略
位置也极为重要，其处天山山脉西端以北，吉尔吉
斯山以南、锡尔河上游，东、南、北三面环山，无论
是中亚民族东进，还是北方民族西进河中地区，都
要经过此地。对汉朝而言，出天山之后、进入中亚
草原地带之前，费尔干纳盆地是极具战略价值的
前沿冲击阵地，可以以此为据点威慑中亚各国。

为此，汉武帝以大宛之贰师城的城名设置
“贰师将军”一职，令贰师将军李广利两次征伐大
宛，第二次更是“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
与，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它以万数，多赍
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大宛之战的结果是杀
大宛王、郁成王，“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
弟从军入献，见天子，因以为质焉”，“而汉发使十
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伐宛之威德”
( 《史记·大宛列传》)。正因大宛对于汉武帝实现
中亚战略意图具有重要性，故而司马迁撰写《史
记》时，以“大宛列传”为传名记述汉朝经略中亚
地区的历史。

汉武帝经略大宛是着眼于中亚、经略中亚又
是着眼于蒙古高原上的匈奴问题。大宛以西诸国
最后“咸尊汉”，也须待到匈奴归附汉朝之后。甘
露元年( 公元前 53 年) 呼韩邪单于朝觐汉宣帝，
成为左右中亚认同汉朝的决定性因素( 《汉书·西
域传》)。竟宁元年( 公元前 33年) 昭君出塞，汉朝
与匈奴之间恢复和亲。在包头等地出土的墓葬瓦
当中，有“单于和亲”的汉文字样［7］。“汉匈一
家”的局面已经为汉、匈双方所认同，中亚诸国作
为蒙古高原势力的协同者，也被纳入汉朝的天下
秩序中。在费尔干纳盆地发掘的公元 1世纪以前
的 80多处 500多座墓葬中，绝大多数都有汉式铜
镜［8］。可见，汉朝已经在此稳固地发挥了影响
力。汉武帝时代所致力的大一统到汉宣帝时得以
实现，完成了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的合一。

东汉前期，北匈奴与汉朝间烽火再起，中亚诸
国在北匈奴与东汉之间摇摆不定。汉和帝永元年
间，北匈奴与东汉之间进入决战阶段。永元二年
( 90年) ，大月氏建立的贵霜帝国派遣副王率领 7
万军队跨越葱岭入侵汉朝，这一反常的军事行动
表面上的理由是班超拒绝贵霜帝国和亲的要求，
但实质上却是贵霜帝国借汉朝与北匈奴战争之际
的一次军事冒险，试图挑战汉朝在中亚的统治秩
序。班超采用坚壁清野的战略，待到贵霜食尽，派

遣军士截杀贵霜帝国派往各地求援的使者与骑
从，贵霜副王“即遣使请罪，愿得生归，超纵遣之，
月氏由是大震，岁奉贡献”( 《后汉书·班超传》)。
次年，北匈奴单于被汉朝击败西逃。汉朝巩固了
在中亚及蒙古高原上的统治秩序，可见中亚问题
与蒙古高原游牧族群问题具有密切的相关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蒙古高原族群政治的变动
仍旧影响着中亚。虽然游牧族群的主要迁徙方向
是塞内，但是 4 世纪末柔然人的扩张带来了新一
波的族群迁徙，致使中亚政权更迭频繁。因受到
柔然人的攻击，原本居住在阿尔泰山以南、天山以
东的嚈哒人进入中亚，夺取了贵霜帝国的河中地
区［9］。425年，嚈哒人进一步占领大夏; 5 世纪中
叶南下彻底灭亡了贵霜帝国。嚈哒帝国的势力范
围，北尽敕勒、西及波斯、东到于阗。此后，嚈哒帝
国的兵锋主要指向伊朗高原的萨珊波斯，直到 6
世纪下半期嚈哒帝国灭亡。虽然北魏与柔然并未
如汉朝与匈奴那样将争斗空间延至中亚，但双方
在中亚均保持了影响力。嚈哒一方面与柔然通
婚;另一方面从文成帝太安年间( 455—459 年) 开
始对北魏“每遣使朝贡”，直至孝武帝永熙( 532—
534年) 年间北魏分裂为止( 《魏书·西域传》)。

6世纪中叶，取代柔然在蒙古高原霸主地位
的是兴起于阿尔泰山南部的突厥。在随后的 30
年里，突厥西破嚈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其疆域
从辽东湾直到里海，几乎将欧亚大草原的亚洲部
分全部控制。于是，“突厥”一词便由原本的部族
名称转化为对草原上铁勒诸部及其他族群的共
称。对于构建大一统的隋唐王朝而言，将突厥纳
入其统治秩序遂成的题中应有之义。隋朝创立不
久，隋文帝便利用突厥内部的政治矛盾，于 583 年
迫使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突厥与西突厥
以阿尔泰山为界，原本的最高统治者沙钵略可汗
统辖东突厥。隋朝对东、西突厥采用分而治之的
政策，维系突厥内部各方势力的对立，使得突厥最
高汗权始终无法建立，经常出现多个可汗并立的
局面［10］。大业七年( 611年) 冬，隋炀帝迫使中亚
的最高统治者西突厥处罗可汗入朝，隋炀帝明确
表示隋朝皇帝与西突厥可汗之间只能有一个最高
权威:

往者与突厥相侵扰，不得安居。今四海
既清，与一家无异，朕皆欲存养，使遂性灵。
譬如天上止有一个日照临，莫不宁帖;若有两
个三个日，万物何以得安? ( 《隋书·突厥传》)

于是，次年元会，处罗可汗上寿将隋炀帝称为“圣
人可汗”，强调“圣人可汗”皇权的至高性，“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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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地以上，日月所照，唯有圣人可汗。”( 《隋
书·突厥传》)西突厥可汗的入朝及其所上“圣人可
汗”之号，对于隋朝而言，成为其大一统的象征。

隋唐之际，西突厥可汗将牙帐迁往中亚的石
国，其疆域扩大为西到今伊朗、东至新疆、南达阿
富汗北部、北接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此后，西突
厥“十箭”( 十姓部落) 分为左、右两厢，以碎叶为
界，后以伊犁河为界。西突厥东、西两部又处于战
争之中。唐太宗时期，曾立乙毗射匱可汗为西突
厥可汗。在唐太宗驾崩、政局不稳之时，唐朝瑶池
都督阿史那贺鲁兼并西突厥各部，自称沙钵罗可
汗。唐朝平定贺鲁之叛后，贺鲁自省请罪:

我破亡虏耳! 先帝厚我，而我背之，今日
之败，天怒我也。旧闻汉法，杀人皆于都市，
至京杀我，请向昭陵，使得谢罪于先帝，是本
愿也。( 《旧唐书·突厥传下》)

贺鲁以“汉法”请罪凸显了唐朝在中亚的统治权
威。唐朝随后在西突厥东部五部设昆陵都护府，
西部五部设蒙池都护府，昆陵、蒙池都属于安西都
护府。703年，唐朝增设北庭都护府统辖昆陵与
蒙池，完善了其在中亚的行政体系［11］。

8世纪前半期，阿拉伯帝国逐步侵入中亚河
外地区。河中地区是唐朝要确保的地区，阿拉伯
帝国步步蚕食突厥领地、挤压突厥部落、觊觎河中
地区，必然与唐朝发生冲突。751 年，阿拉伯帝国
将领伊本·哈里与高仙芝战于怛逻斯( 今哈萨克
斯坦江布尔) ，因葛逻禄的背叛，唐军战败。随后
因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势力退出中亚。原西突厥
领地中，锡尔河以北仍然由西突厥各部占据，锡尔
河以南则被阿拉伯控制［12］。

在随后的历史中，中亚经历了伊斯兰化、蒙古
化、俄罗斯化的历程; 与此同时，中原王朝的重心
转向东南，尤其是南宋以后经济重心南移、海上商
路进入繁盛期，汉人逐次开发长江流域、珠江流
域，并移民东南亚。

二、明代的海洋经略与天下秩序之建构

15世纪开始，西方进入大航海时代，从此分
散的国别史、民族史开始整合为世界史。在这一
过程中，明朝推行的政策却是海禁政策，即禁止中
国商民出海贸易。这一政策严重限制了中国的海
洋活动。但在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推行海禁政
策则有着非常现实的考虑，对这一问题必须做出
历史的分析。

从元朝开始，中国沿海便面临着日本倭寇的
侵扰。明朝建立后，北到辽东、山东，南到江浙、福

建、广东都频繁遭到倭寇入侵。倭寇问题成为明
朝最敏感的政治问题之一，甚至丞相胡惟庸也是
在里通倭寇的罪名下被处死的。为了解决倭寇侵
扰问题，从洪武二年( 1369 年) 到洪武十三年
( 1380年) ，朱元璋屡次派遣使者赴日本交涉。然
而，此时的日本正处于南北朝时期，无论是北朝征
夷将军足利义满、还是南朝征西大将军怀良亲王
( 另有良怀一说) ，都并没有遵照朱元璋的要求剿
灭倭寇，于是，日本的北朝、南朝的进贡都遭到朱
元璋的拒绝，朱元璋还给日本南北政府都发去咨
文，对他们放纵倭寇进行斥责。① 然而，朱元璋试
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倭寇问题的努力终归是失败
的。洪武十四年( 1381年) ，朱元璋再次下诏:“禁
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②据《明太祖实录》记载，
朱元璋在位期间一共下过六次禁海令。这从反面
说明朱元璋的禁海令效果不佳，只有不断有人下
海贸易，朝廷才需要一再重申禁海令［13］。

禁海令并不意味着明朝要断绝与海外的联
系，其真正目的是将获利丰厚的海外贸易由朝廷
垄断。朱元璋规定，外国入贡使节须携带国书表
文，验明身份后入贡，朝廷回赐。除了“贡”与
“赐”的物品外，对于使节入贡船只所装载的欲与
明朝交易的其他货物，朝廷经常予以免税。因此，
如果某国需要与明朝进行贸易，它必须向明朝称
臣、纳贡，只有获得明朝承认的朝贡身份者，才能
与明朝官方贸易。

早在洪武四年( 1371年) ，朱元璋便宣布了其
对外政策: “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
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③在留给子孙
的《皇明祖训·祖训首章》中，朱元璋列出了 15
个不征之国，分别是:朝鲜、日本、大琉球、小琉球、
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西洋国、爪哇、
湓亨、白花、三弗齐、浡泥。朱元璋心目中的“不
征之国”主要是指东北亚、东南亚的沿海国家，这
些国家恰恰是明朝主要的贸易对象。虽然朱元璋
不以军事征服这些海上国家，但是却巧妙地通过
海外各国对明朝经济的依赖，以交易权为手段，建
立了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贸易圈，进而将经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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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咨文分见《明太祖实录》卷 50“洪武三年三月戊
午”条、卷 138“洪武十四年七月戊戌”条，台湾“中央研究
院”史语所影印 1962年版，987－988页、2174－2177页。

参见《明太祖实录》卷 139“洪武十四年十月己
巳”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影印 1962年版，2197页。

参见《明太祖实录》卷 68“洪武四年九月辛未”
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影印 1962年版，1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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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扩大为政治权利，羁縻海外诸国。
正是在这一考量下，明朝才派郑和率领庞大

水军从永乐三年( 1405 年) 到宣德八年( 1433
年) ，历时 28 年七下西洋，到达亚非三四十个国
家和地区。郑和下西洋是明朝前期海洋政策成功
的标志，通过郑和的航海活动，明朝的朝贡体系得
以进一步延展，朝廷所垄断的海外贸易也达到了
巅峰。

郑和的舰队满载丝绸、瓷器、药材、铜钱、铁器
等物品，每到一处即向当地国王或部族首领宣读
明朝皇帝诏谕，接受贡品并回赐物品。在完成
“贡”与“赐”的程序后，贸易才是合法的，双方再
进行官方贸易。这其实是通过海洋联系，将“朝
贡”“互市”等制度直接在海外施行。

根据《明会典·朝贡》等史籍的记载，明朝海
外贸易的物品多达 200多种。郑和舰队所带的都
是稀缺品、奢侈品，受到当地的广泛欢迎。据埃及
马木留克王朝时期的马格里兹《道程志》记载，当
苏丹及麦加贵族听闻郑和舰队中有两艘船停留在
也门时，苏丹下令邀请支那戎克( 中国) 人来航，
并要求殷勤地接待他们［14］。

郑和的舰队还担负着建构并维护明朝所主导
的海洋秩序的任务。郑和舰队有 2 万多人，大船
200多艘，其中长 44 丈的宝船有 62 艘，是当时世
界上名副其实的巨无霸般的海上力量［15］。郑和
舰队沿着航线扫荡各种阻碍势力。比如，郑和俘
获海盗首领陈祖义、擒获劫掠往来贡使的锡兰山
国王。同时，为了维系航线沿岸的和平，郑和还积
极仲裁各国内部争端。比如，处置爪哇西王与东
王间的军事冲突，调解暹罗与占城两国之间的冲
突等。明朝以郑和的军事、政治活动为依托在南
海推行积极的和平政策，受到沿岸国家的广泛欢
迎，据不完全统计，曾有 4 个国家的 11 位国王随
着郑和的舰队亲自到明朝京师朝贡。永乐二十一
年( 1423 年) ，更是有 16 国使者共 1 200 人赴明
朝朝贡。明朝因郑和下西洋而声威达到顶
峰［16］。

所谓“下西洋”，特指出马六甲海峡后，进入
印度洋［17］。在郑和下西洋之前，以海洋为纽带
的贸易区主要有北海贸易区、地中海贸易区、西洋
( 印度洋) 贸易区、东洋( 南海、东海) 贸易区，它们
之间相对独立，郑和下西洋首先将西洋、东洋连为
一体。正是在东洋、西洋整合为一个新的、更大规
模的贸易区之后，位于两大贸易区之间、控制马六
甲海峡的满剌加才成为航线的“咽喉”。郑和七
次下西洋，都以满剌加为起点。由此，以满剌加为

枢纽，形成联通东洋、西洋的国际贸易市场［18］。
明朝积极的航海行动激发了印度洋沿岸强国

对海洋战略布局的谋划。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苏
丹巴鲁士贝( 1422—1438 年在位) 为增加从转口
贸易税而来的财政收入，积极招徕明朝商船与印
度商船。中亚的帖木儿帝国可汗沙哈鲁于
( 1404—1447年在位) 以忽鲁谟斯为中心，积极推
行在印度洋的贸易政策［14］。在西方殖民者东来
之前，明朝的海洋战略已经改变了世界的海洋贸
易格局。

然而，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明前期建构的与
国家秩序密切相关的海洋政策遭到了挑战。一方
面，有贡期、贡使人数、船只数限制的明朝官方贸
易制度越来越难以满足贸易双方的实际需要，高
昂的海外贸易利润也刺激了走私贸易的盛行，航
线的繁忙还滋生了以劫掠为生的海盗势力。另一
方面，随着朝廷主导的大规模航海活动的结束，明
朝越来越无力维系其所建构的海洋秩序。明孝宗
弘治十一年( 1498年) ，欧洲人开辟了从欧洲通往
印度的航路，明武宗正德五年( 1510 年) ，葡萄牙
殖民者占领印度果阿。随即，葡萄牙人沿着郑和
下西洋的航线，逆向从西洋往东洋扩张，并于正德
六年( 1511年) 攻占满剌加，驱逐满剌加国王。葡
萄牙占领西洋、东洋的交通枢纽满剌加，对明朝朝
贡贸易体系的破坏甚为严重，终致明朝的海路被
截断。正德十二年( 1517年) ，葡萄牙舰队 4 艘军
舰抵达广东屯门，杀掠居民，筑室立寨，要求朝觐
皇帝。此时，朝廷已经接到满剌加国王的告难、求
援奏章，知晓满剌加已经被葡萄牙人占据。明武
宗正德十六年( 1521 年) ，礼部奏请处置佛郎机
( 葡萄牙) “侵夺邻国，扰害地方”的罪责，兵部议
请敕责佛郎机，令归满剌加地，谕暹罗诸夷以救患
恤邻之义。后明世宗皆准奏并驱逐佛郎机使臣。
这一事件导致明朝更加严格执行朝贡贸易的程
序，凡是不符合勘合者、非期而至者，皆不准其朝
贡贸易［19］。其结果是使官方贸易通道趋于狭
窄，通过官方渠道不易得的情形促使走私贸易趋
于繁盛。而葡萄牙人加入倭寇的行列，则使得倭
患愈演愈烈。

嘉靖年间的抗倭战争使得明廷意识到海禁既
无法禁止海外贸易，也无法禁止倭寇。于是，明穆
宗隆庆元年( 1567 年) ，朝廷开放海禁，民间商船
“止通东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国”。① 这标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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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许孚远《敬和堂集·疏通海禁疏》，载《明经
世文编·卷 400》，中华书局 1962年版，4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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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海洋政策的大转折［20］。
由于放弃了自己一手建立的海洋秩序之治理

权，故在应对西方殖民者东来方面，明朝采用的是
“以夷制夷”的方略，其着眼点是占据澳门的葡萄
牙人。嘉靖三十六年( 1557年) ，葡萄牙人行贿守
澳官王绰，经王绰代为申请、海道副使汪柏批准，
葡萄牙人得以留居澳门。明神宗万历初年，葡萄
牙所献贿金转为地租银，从制度层面确认了葡萄
牙人在澳门的租赁居住性质。万历元年( 1573
年) ，明朝在澳门北面设关，置官防守。万历十年
( 1582年) ，两广总督陈瑞召见居住在澳门的葡萄
牙人领袖，葡萄牙人表示愿为明朝皇帝顺民、接受
明朝的管理，陈瑞代表朝廷表示允许他们留居澳
门［21］。

当与葡萄牙间的商贸问题逐步获得解决的同
时，西班牙人也来到明朝传统的朝贡贸易区。明
穆宗隆庆五年( 1571年) ，西班牙占领马尼拉。此
后，依赖中国商人提供的大量商品，西班牙建立起
中国—菲律宾—墨西哥的贸易网络。万历二十六
年( 1598年) ，西班牙人试图以葡萄牙人留居澳门
为例，闯入广东。但澳门人不允许西班牙人进入。
随后到来的是荷兰人，万历三十一年( 1603 年) 2
艘荷兰军舰来澳门活动受阻，明熹宗天启二年
( 1622年) ，荷兰联合英国进攻澳门，又为葡萄牙
人击败［22］。

西班牙、荷兰对华通商的失败，使得澳门联通
中西的地位更加重要。后来居上的海上霸主英国
采取了通过葡萄牙人与明朝通商的策略。崇祯九
年( 1636年) ，英国一支由 4艘船组成的船队来到
澳门。但是葡萄牙人担心英国人夺走生意，故不
予接纳。英国舰队又直接闯入广州虎门炮台，与
守军发生战事。后来，明朝两广总督张镜心派遣
海防同知到澳门，敦促葡萄牙人立即驱逐英国
人［23］。

16世纪后期至 17 世纪初，西欧殖民者沿着
西洋通往东洋的航线来到东方，占据了这个贸易
网络中的重要港口———澳门，并以国家力量推行
贸易与殖民。在这一过程中，明朝虽然利用葡萄
牙人对澳门的垄断经营权，促使其与后继而来的
西班牙、荷兰、英国争斗，“以夷制夷”式的维系海
疆策略获得一定的成功; 但因其国家力量退缩到
近海及大陆上，丧失了郑和下西洋所建构的朝贡
贸易网络体系的治理权，使往来东、西洋的华商也
因此饱受西欧殖民者劫掠之害。

三、“一带一路”与中国的历史命运

“一带一路”对于古代中国而言，不仅仅是通

往外部世界的交通道路，其作用也不止于经济交
往与文化交流，“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之于古代中
国内外秩序之建立关系极大。如果从时间线索来
看，古代中国的不同时段对“一带”与“一路”各有
侧重。汉唐时期重西北的中亚地区，宋明时期重
东南的海上秩序。汉唐王朝志在建构囊括塞内农
耕区与塞北游牧区的大一统，中亚因与蒙古高原
同属一个历史空间，在族群政治上具有密切的联
动性，常常作为游牧地区统治权的局部问题区域
出现，因此被汉唐王朝纳入大一统的步骤中。汉
武帝以地处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为战略支持，隋
唐追求在中亚树立最高统治权( “圣人可汗”) 、建
构完善的统治体系，莫不着眼于此。相应地，中亚
问题的解决常常伴随着蒙古高原问题的解决。故
而，成功地在中亚建立统治权或保持影响力，是汉
唐大一统得以建构的重要原因，也是汉唐长治久
安、得以实现盛世的重要原因。

中唐以后，中亚经历了伊斯兰化、蒙古化、俄
罗斯化的历程，中原王朝的发展重心转向东南，尤
其是南宋时期中国完成经济重心南移，海上商路
进入繁盛期，汉人的经济活动也日益转向开发长
江流域、珠江流域并移民东南亚。与汉唐经略中
亚主要依靠国家力量不同，开发华南与东南亚，主
要是汉族移民自发进行，待当地汉人社会建立以
后，国家再跟进建立行政区划。可以想见的是，倘
若没有西方殖民者东来，古代中国的国家边境或
许会沿着汉人移民的行迹深入东南亚地区。

明代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如何将海洋活动整合
到国家秩序中去。明朝自朱元璋立国便立下不以
军事征服东北亚、东南亚海上诸国的国策。朱元
璋推行禁海政策，固然有应对倭寇侵扰的现实考
虑; 但更重要的是想由朝廷垄断获利丰厚的海外
贸易，并以此借助海外各国对明朝的经济依赖，以
交易权为手段，建立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贸易圈，
进而将经济权益扩大为政治权力，羁縻海外诸国。
故而，明朝初期定下的海洋政策与明朝天下秩序
的建构密切相联。郑和下西洋即是将“朝贡”“互
市”等制度直接在海外施行，设立朝贡贸易的网
络，并以航海军事活动维系海上秩序，其结果是促
使南海贸易区与印度洋贸易区实现整合，改变了
业已存在的海洋贸易圈格局。

在 16世纪统治中国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明
世宗，面对先人一手创立的朝贡贸易网络，僵化地
固守明初有特殊时代内涵的海禁政策、坚持官方
贸易，却又放弃对朝贡贸易网络的治理权，同时无
视民间海外贸易发展的不可阻挡之势，最终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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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在海洋竞争时代的被动。这不仅为倭寇之
患提供了制度土壤，而且在应对西方殖民者的东
来上显得被动。西方殖民者鸠占鹊巢式地将朝贡
贸易网络纳为己用，为其全球殖民体系服务。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虽然占据了原来
明朝朝贡国的领土，但是在明朝朝贡贸易网络中
并没有西欧各国的位置，因而西欧各国与明朝的
官方贸易无例可循。明朝对朝贡贸易有着细致的
规定，涉及贡期、贡船数、贡品种类等诸多方面，并
对暹罗、占城、满剌加、爪哇等 15 国颁发勘合文
册，设置市舶提举司管理［24］。因此，明朝所允许
的合法贸易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常数。西人东来
后，在原本存在的朝贡贸易数量之外，又叠加了西
欧殖民国家全球贸易网络的东方贸易量，因而明
朝官方贸易的渠道变得相对狭小。在海外贸易持
续增长的情况下，明初所设置的海外贸易配额与
16世纪后的海外对华贸易需求之间存在着很大
落差［25］。西欧殖民者为追逐利益，积极推动对
华贸易，除了在初相接触时伪装成朝贡国而进入
原先的朝贡贸易网络之外，更多的则是仗恃武力
走私贸易、乃至夺地杀人，葡萄牙人加入倭寇行
列，西班牙、荷兰、英国进犯广东、福建、台湾，皆是
显例。西方殖民者的行径不仅扰乱东、西洋的海
上贸易秩序，而且严重侵害中国的权益，故而中国
与西方的初次接触是通过战争来完成的。明朝虽
然利用葡萄牙人对澳门的垄断经营权，促使其与
后继而来的西班牙、荷兰、英国争斗，“以夷制夷”
式地维系海疆并获得一定成功，但其根本原因
还是因为明朝的国力在西方之上。然而两百年以
后，中国与西方的此类矛盾仍然存在，但是由于西
方国家国力的上升，同样是以战争的形式解决矛
盾，这次的结果却是中国失败，从而被迫纳入西
方的全球体系。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命运其实早
在 16 世纪放弃维系海上秩序时就已经埋下了
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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